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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分布态势及归因 

——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李畅
1
 

【摘 要】：长江经济带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文化资源富集，极具研究价值。本文以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为载体，采用空间地理分析方法，探析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差异及归因。研

究发现：在时间态势上，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国保单位呈现出“七起六伏”的数量变化，其分布重心的迁移距离亦

有变化；在空间态势上，国保单位沿长江水系呈“东密西疏”的鱼骨状分布，并亲水聚集；在类型特征上，国保单

位的类型分布具有集中化的结构特征，其中古建筑占据数量优势；在归因解释方面，自然环境的水系指标、社会环

境的文化指标对国保单位的分布差异具有高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提出集群发展、固本强基和数字集成的策略，旨

在为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保护及传承提供学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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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同时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自西而东的长江，横跨了巴

蜀、荆楚、吴越三大区域文化，以及滇、黔、赣、徽等亚文化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国家文化强国

的重要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重要指示的引领下，保护和传承长江经

济带各类文化资源，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文化发展极为重要 1。 

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是人居文化、产业文化、历史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在水文化基因的资源呈现，主要涉及物质实证文化资

源、文字与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行为传递性文化资源等类型，是区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长江经济带社会

发展、产业经济、生态环境等战略研究的基础上 2,诸多学者从长江经济带文化分区 3、非物质文化遗产 4、历史聚落 5等方面研究

了长江经济带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区域流域中的文化现象、文化要素、分布规律和保护策略等。这些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非物质文

化资源和聚落文化资源，侧重于时间、空间的单维度分析，鲜有对典型物质文化资源，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

位”)的关注。事实上，国保单位作为国家文物局所核定不可移动文物的最高保护级别，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描

述其在历史时空中的分布特征，对于揭示区域文化的演进规律，保护和传承区域文化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6。因此，本文以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为研究对象，拟采用点状核密度分析、线状缓冲区分析和重心迁移模型等空间地理分析方法，描绘其分布的

时间态势、空间态势和类型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解释力，旨在为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的

协同发展和精准活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一、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空间地理分析的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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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江水系流域特征和区域文化地理特征，长江经济带可分为三个区域。上游为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地区，以巴蜀文

化、滇文化和黔文化为主。中游为湖南、湖北、江西地区，以荆楚-湖湘文化为主。下游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地区，以吴

越文化和皖文化为主。研究采用的国保单位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核定公布的名录
7
,共涉及国保单位1851 处，占

全国总数的 36.93%,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五个类型 8。本文的空间矢量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

统、全国行政区划分信息查询平台。长江干流与主要支流的数据，均采用省级行政区域。此外，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国保单位分布

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如人口、经济、文化等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数据 9。 

(二)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以 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为主、常规数理统计为辅进行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态势及归因研究，主要涉

及点状核密度分析、线形缓冲区、重心迁移模型、地理探测器、集中化指数等研究方法。 

1.点状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主要用于评估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密度及集聚性。本文采用点状核密度分析可以直观反映长江经济带国保

单位的时空分布集聚程度及特征 10。其公式为： 

 

式(1)中， 表示核函数，h>0 表示带宽，n为国保单位总数，(x-xi)表示估值点 x到国保单位点 xi的距离。 

2.线状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主要用于评价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辐射程度。本文采用线状缓冲区分析可以统计在一定范围内长江主线及

两侧支流的国保单位数量 11。其公式为： 

 

式(2)中，Qi为长江干流及一级支流，Xi为邻域内国保单位的坐标点，d为最小欧式距离，R为长江干流及一级支流两侧的缓

冲半径。 

3.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迁移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区域资源要素的时空变迁规律，本文采用重心迁移模型分析可以描述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在历

史演进中的空间变化轨迹。其公式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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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xi,yi)为长江经济带各行政单元的地理坐标中心，mi为各历史时期各行政单元内的国保单位量值。 

4.集中化指数。 

集中化指数主要用于评估区域内不同资源要素的专门化程度，本文采用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分析可以判断长江经济

带国保单位在类型方面的结构化特征 13。其公式为： 

 

式(4)中，C 为国保单位类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M 为完全集合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和；K 为完全平均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

和。值域为[0,1],I 值越大则表明类型方面的集中化程度越高。 

5.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方法主要用于分析空间资源分异性及其驱动因子，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可以分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长江经

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解释性强度。其公式为 14: 

 

式(5)中，Nh和 σh2 分别为国保单位数量和方差；Nh和 σh2 是第 h 类影响因素的取值和方差；L 为第 h 类影响因素的分类

个数。q值域为[0,1],q值越大则表明该指标对国保单位数量分布的解释性越强。 

二、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时间态势 

(一)各历史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 

国保单位本体的形成时期是界定其历史价值的核心因素。在时间层面，根据中国历史演进顺序，可将长江文化带国保单位的

形成时期分为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和民国至今这

18 个时期。从图 1 可见，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国保单位数量极不均衡，呈现出七次高峰和六次低谷。其中，远古、周、汉、南

北朝、唐、宋和清 7个历史时期是形成国保单位的高峰，其中清代是历史峰值，占据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数的 24.7%。夏、秦、

两晋、隋、五代十国和元 6个历史时期处于形成国保单位的低谷，其中形成于夏、秦、两晋、隋四个历史时期的国保单位数量均

在个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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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历史时期数量分布图 

图 2显示，形成于远古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以长江中、下游为代表，数量151 处，其中古遗址占 146处。长江中游以新石器

时期的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玉蟾岩遗址、彭头山遗址等距今 4600—10000年的古遗址为主，已有最早的水稻耕种痕迹，奠

定了荆楚文化的稻作农业文化基础。长江下游以良渚遗址、草鞋山遗址、赵陵山遗址等距今 4300—5300 年的古遗址为主，现存

大量陶器、石器、竹木器和玉礼器。 

 

图 2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历史时期的核密度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夏朝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数量 105 处，以 61 处古遗址和 38 处古墓葬为主。其

中长江中游湖北地区的擂鼓墩古墓群、仙水岩崖墓群等反映了这一时期楚文化的繁荣，而长江下游地区的阖闾城遗址和绍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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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贵族墓群是吴越文化兴盛的见证。 

秦朝至三国时期形成的 84 处国保单位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皆有分布，仍然以古遗址、古葬墓为主。其中，郢城遗址、

四川都江堰、云南可渡关驿道等古遗址是秦代中南、西南地区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证，而川西地区的 11 处汉墓群和 6

处汉阙则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高超的建筑技术及石刻技艺。 

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形成的 24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如大佛寺石弥勒像、干佛崖石窟等佛教遗存，以及寿州

窑遗址、宜兴窑址等生产遗存，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佛教文化的兴盛和瓷文化的兴起。 

隋朝至五代十国时期形成的 24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于长江上、下游地区，是中国石窟寺及石刻发展的高峰。在长江上游蜀

地有南龛摩崖造像、乐山大佛、皇泽寺摩崖造像等遗存，南诏地区则塔寺林立，有崇圣寺三塔、大姚白塔等。在长江下游地区，

则以 16座佛塔和经幢为代表，如龙兴寺经幢、苏州云岩寺塔、安吉永安寺塔等。 

宋朝至明朝形成的 592处国保单位主要集中于长江上、下游地区。石窟寺及石刻等佛教遗存依然占据优势，但古建筑、古遗

址数量亦有明显增长，出现了宋元粮仓遗址、天目窑遗址、俞源村古建筑群等生产性和生活性遗存。此外，狮子林、瞻园、寄畅

园、拙政园等古典园林遗存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彰显了江南园林文化的盛况。 

形成于清朝的 462处国保单位广泛地分布于长江上、中、下游各地，类型也趋于多样。其中古建筑占 307处，特色性的地方

民居较多，如俞樾旧居、贾氏盐商住宅、杨家湾老屋等。此外，在“西学东渐”的现代文化冲击下，还有136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广泛分布于长江沿线的重要城镇，如浦口火车站旧址、圣三一基督教堂、上海外滩建筑群、江北天主教堂等。 

民国至今形成的 319 处国保单位在长江上、中、下游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现象，主要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全面反

映着近代以来政治革命、工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风貌，如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茂新面粉厂旧址

等，反映出时代变革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使其分布广、影响范围大，意义深远。 

由远古时期的古遗址到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梳理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发展演进，可以窥见其与长江流域各历

史时期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密切关系，较为符合不同历史时期长江的流域文化在长江文化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因

而，从某种程度上，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历史分布实际上是一部历时性的长江文化微缩演进史(见图2)。 

(二)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重心 

图 3 的重心迁移模型分析显示，形成于各历史时期的国保单位重心分布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紧密相关，即国保单位标准

差椭圆长轴方向与长江主要流向相一致。在时段划分上，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重心迁移轨迹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远古时期至周朝，重心集中于长江经济带整体重心的东北部，趋向短距离重心迁移。第二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至唐代，重心

迁移以远距离为主：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朝和汉朝，重心迁移由中心向西南，再折回中心；汉朝至三国时期，重心迁移由中心向东

南；三国时期至两晋、南北朝时期，重心迁移由东南向中心；南北朝时期至隋、唐，重心迁移由中心向东北再折回。这一阶段国

保单位重心的变化较大，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扩张 15、秦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16、魏晋时期中原文化的衣冠南渡 17、南北朝江

南地区和隋唐时期西南地区的佛教兴盛等重大历史变迁相关
18
。第三阶段为五代十国时期到民国至今，重心趋于平稳，徘徊于长

江经济带整体重心周边，以短距离的西南方向移动为主，与这一阶段南方经济和文化的持续性优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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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历史时期重心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三、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空间态势 

(一)区域和省域的国保单位空间分布 

通过 ArcGIS 软件的点状核密度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的国保单位分布具有典型的面状集聚特征，呈现出沿长江干流和支流

“东密西疏”的鱼骨状分布。鱼头部分为国保单位高密度聚集的核心区，主要为长三角的环太湖地区，两翼分别向苏北、淮南和

浙南辐射。鱼尾部分的国保单位聚集较为稀疏，以云南昆明和大理为两翼中心。中间的三组国保单位聚集区自西向东依次为以四

川成都和贵州贵阳为中心的川-黔两翼、以湖北荆州和湖南长沙为中心的鄂-湘两翼、以湖北武汉和江西南昌为中心的鄂-赣两翼，

其中以成都平原及其周边的国保单位最为聚集(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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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区域核密度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在区域层面，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为573、553 和 742 处，其中下游国保单位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40.30%,而上游和中游差距不大。在省域层面，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国保单位的数量分布极不均衡：浙江省以 280 处居于首

位，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数的15.21%;四川、江苏、湖南的国保单位数量均超过 200处，分别为268、249 和 226 处；贵州、

重庆、上海的国保单位数量均不足 100 处，分别为 80、57、40 处，合计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数的 9.61%,其中上海仅占总数

的 2.2%。 

(二)水域缓冲区的国保单位空间分布 

通过 ArcGIS 软件的线状缓冲区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与水域辐射范围具有相关性。从表 1可见，长江干流两

侧 2km、10km、20km、30km、40km 范围内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为 76、142、204、246、286 处，分别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量

的 4.13%、7.71%、11.08%、13.36%、15.53%。长江干流与一级支流(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雅砻江、湘江、沅江、赣江等)

两侧 40km范围内的国保单位 475处，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量的 25.80%。 

在区域层面，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水域两侧 2km 水域缓冲区范围内的国保单位数量较多，占总数的 88.89%,表明了这些

国保单位在步行尺度内与长江水域密切相关，以四川、重庆和湖北为代表。此外，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水域两侧 10—40km的国

保单位的数量最多，其 10km、20km、30km、40km 水域缓冲区范围内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 49.82%、47.62%、45.22%和

44.63%,相较于上、下游地区，表明这些国保单位在纵深尺度上与长江水域相关性更强(见表1)。 

表 1长江经济带水域缓冲区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布 

类型 2km 10km 20km 30km 40km 

水系 

长江干流 76 142 204 246 286 

长江一级支流 59 129 154 172 189 

区域 

长江上游 62 90 103 114 132 

长江中游 58 135 170 189 212 

长江下游 15 46 84 115 131 

 

四、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类型特征 

(一)国保单位类型分布的结构化特征 

在国保单位类型分布的集中化程度方面，图 5的洛伦兹曲线显示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类型的集中化指数为 0.45,表明各类型

国保单位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集中化的结构特征。其中古建筑明显在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中居于优势地位，数量为806处，

占总量的 43.5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迹的数量较多，分别为 452 和 327处，分别占总量的 24.42%和 17.67%;古

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类的数量较少，分别为 138 和 128处，分别占总量的 7.46%和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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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类型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 

(二)区域和省域的国保单位类型分布 

在区域层面，图 6的点状核密度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各类国保单位分布均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其中古遗

址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鄂北-湘南、苏南-浙北等地呈现片状分布；古墓葬类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以苏南-浙北-皖

南地区的片状分布和川南地区的点状分布为主；石窟寺及石刻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上、下游地区，在川西、川南一带和长三角地区

高密度集聚；古建筑类虽然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但在长三角地区的苏南-皖南-浙江全境分布最为集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类，在长三角地区呈现出高密度聚集，在长江中、上游的鄂、湘、渝地区则呈现出点状集聚。以上分析显示，长江上游以四

川为代表地区的古墓葬类、石窟寺及石刻类、古建筑类具有区域集聚性，长江中游以湖北、湖南为代表地区的古遗址、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具有区域集聚性，而长江下游以浙江、江苏为代表地区的各类国保单位都具有集聚性，尤其以古建筑类为

典型。 

 

图 6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类型的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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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 2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类型的省域分布 

区域 省份 古遗址 古墓葬 石窟寺及石刻 古建筑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占比(%) 

长江上游 

重庆 7 2 5 10 33 3.1 

四川 27 23 38 141 36 14.3 

贵州 8 10 1 39 21 4.2 

云南 21 10 15 80 40 9.0 

长江中游 

江西 31 10 6 67 45 8.5 

湖北 52 16 7 47 46 8.9 

湖南 52 17 11 79 66 12.1 

长江下游 

上海 6 1 1 5 26 2.1 

江苏 45 20 15 105 61 13.3 

浙江 46 14 21 146 47 15.0 

安徽 32 15 8 87 31 9.2 

 

在省域层面，从表 2 可见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类型分布同样呈现出集聚性：古遗址类湖北和湖南最多(均为 52 处),上海

最少(6处);古墓葬类四川(23 处)和江苏(20处)较多，而重庆(2处)和上海(1处)最少，其他省在 10—17处之间，差距不大；石

窟寺及石刻类四川(38 处)和浙江(21处)较多，上海最少(1处),其他省市在5—15处之间；古建筑类数量最多的前三个省为浙江

(146 处)、四川(141 处)和江苏(105 处),重庆(10 处)和上海(5 处)两市最少，其他省在 39—87 处之间；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类数量最多的是湖南(66 处)和江苏(61处),其次是浙江(47 处)、湖北(46处)、江西(45处),其他省市的数量则在26—36

之间，相对较少。总体而言，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国保单位在类型丰富性和数量上均具有优势，而重庆、上海、贵

州、江西等省市两者都相对欠缺。 

五、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解释力 

先前的研究显示，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延续总是与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19。为探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国

保单位分布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在梳理了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国保单位时空分布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作为评价

维度。其中自然环境维度包括地形地貌、水系、气候 3个指标及 11个评价指标，社会环境维度包括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交通

水平、历史环境、文化因素、教育因素 6个指标及 20个评价指标。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计算不同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

布差异的影响及解释力。 

地理探测器分析的因子解释力 q 值显示，不同维度和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力各不相同(见表 3)。

整体而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都具有重要的解释力，除地形地貌外，其余指标的 q值均大于 0.5。相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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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社会环境较自然环境的影响力更大，体现了文化、教育、经济等区域性社会环境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重要

影响。 

表 3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解释力 

维度 指标 评价指标 q值 

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 平原、丘陵、山地、高原、水域面积占比、海拔等 0.429 

水系 河流数量、水系长度等 0.648 

气候 年平均气温、年日照时长、年降水量等 0.531 

社会环境 

经济因素 人均 GDP、第三产业 GDP、工业化指数等 0.591 

人口因素 总人口、城镇人口比例、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等 0.581 

交通水平 铁路、内河航道和公路里程等 0.596 

历史聚落环境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和名村数量等 0.511 

文化因素 博物馆数量、公共广播和电视节目套数、出版企业数量、文化产业质量排名等 0.652 

教育因素 普通高等学校数、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等 0.644 

 

在自然环境方面，以河流数量和水系长度为评价指标的水系因素具有最强的解释力(0.648)。这是由于长江经济带密布的江

河有助于发展农耕经济、交通航运，形成城镇、村落，因而为各个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形成提供“因水而兴”的自然基底。如流域

面积大于 50km2的河流数(2816 条)及水系长度(95422km)均居于长江经济带首位的四川地区，其国保单位数量居于各省市前列。

地形地貌因子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解释力相对较低(0.429),其主要原因是平原、丘陵等地貌和低海拔地区人类活动频繁，有

利于生成国保单位但不利于保存，而山地、高原等地貌和高海拔地区则相反，因而不能简单以地形地貌特征来判定长江经济带国

保单位的分布差异。此外，气候因素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0.531),气候宜人的地区，国保单位分布较多。 

在社会环境方面，各个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因素>教育因素>交通水平>经济

因素>人口因素>历史聚落环境。其中文化因素是国保单位的基底，它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解释力最大(0.652)。从历史演进来

看，在文化富集的地区更容易生成国保单位，而文化大省和强省在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也更具优势，江苏、浙江、四川便是

两者兼具的代表性地区；教育因素(0.644)、交通水平(0.596)、经济因素(0.591)和人口因素(0.581)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具有较

大的解释力，其原因是这些因素对于国保单位修复、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如长三角地区在文化资源保护和研究方面

更为重视，资金的绝对投入、技术研发水平、交通便捷性等基础条件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此外，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

区和名村为代表的历史聚落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同样具有解释力(0.511)。历史聚落的规模和原真性与国保单位分布数量相互依

存，即历史风貌完整的大尺度历史聚落为国保单位保护提供了整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国保单位数量普遍较多，反之亦然。但

还有大量国保单位零散分布于非历史聚落的城镇或村落，这是历史聚落环境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解释力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六、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规律与启示 

(一)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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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空间地理分析和数理统计对长江经济带1851处国保单位分布的时间态势、空间态势和类型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在时间态势方面，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源起于远古时期而鼎盛于清代，分布数量呈现出“远低近高”的波状起伏。且

每一历史时期均有代表性类型呈现，如古遗址类主要分布于远古时期，古墓葬类主要分布于春秋、汉朝和明代，石窟寺及石刻类

主要分布于唐、宋时期，古建筑类主要分布于明、清时期，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则主要分布于民国时期。此外，以周

朝、唐朝为转折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重心呈现出从短距离迁移至远距离迁移，再至短距离迁移的阶段性变化。比照先

前研究发现，国保单位生成的历史时期、时代和类型耦合性、结构重心与长江流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人口迁移路径、文

化和经济中心和大体一致 20。 

其二，在空间态势方面，国保单位沿长江水系鱼骨状分布，呈现出“东密西疏”的面状聚焦。在区域和省域层面，长江经济

带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布极不均衡。其中上游地区国保单位数量多且集聚，浙江、四川、江苏、湖南等省的国保单位呈现出数量优

势的强集聚性，而贵州、重庆、上海等省市呈现出数量较少的弱聚焦性。从长江水域两侧的缓冲区分析来看，长江经济带国保单

位的分布明显呈现出亲水的相关性，其中长江干流优于支流，中、上游地区国保单位在步行尺度内与长江水域相关，中游地区国

保单位在纵深尺度上与长江水域亦相关联。 

其三，在类型分布特征方面，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类型分布具有集中化的结构特征，五种类型在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分布均

呈现出集聚性。其中石窟寺及石刻类聚集于长江上、下游地区，古建筑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主要聚集于长三角

地区，而古遗址类和古墓葬类在各个区域均有聚集。 

其四，在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归因分析方面，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中自然环境因素中水系

的影响力最大，社会环境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最大。历史聚落环境在理论上对国保单位集聚具有高解释力，但由于长江经济带大

量的国保单位零散分布于非历史聚落中，因而在本研究中其解释力较低。 

(二)启示 

国保单位是中国已核定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最高保护级别，是地域性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和重要史证。根据长江经济带国保

单位的分布态势和归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对未来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保护及传承提供启示： 

一是利用时间、空间和类型集聚效应优势，立足于协同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因时、因地和因类而异的空间集聚特

征，应打破行政和部门边界，通过集聚效应实现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时间连续、空间连通和类型联动的协同保护及传承，实现专

业高效的集群化统筹，以避免各自为阵的低效和冗余管理。 

二是强化国保单位本体与生成环境互动，致力于活化发展。遵循长江经济带的国保单位形成和延续的客观规律，通过固本强

基的环境治理提升国保单位依存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强化国保单位和长江水系的联系，保护快速城镇化地区国保单位的外围环

境，促进落后地区的文博事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等，以避免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固化和僵化。 

三是突破时间、空间和类型分布固态化短板，着力于数字化传承。重视现代技术和方法在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传承中的应

用，除采用三维扫描技术、虚拟修复等数字技术进行国保单位保护外，建议采用 VR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国保单位

与动漫、旅游和影视等文化消费产业的跨界融合，形成国保单位在元宇宙时代的数字化延续和创新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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